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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效率的丰富内涵，以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综合

运用熵权—TOPSIS法、Super-SBM模型以及耦合协调模型，系统分析 2011—2021年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

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结合面板 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

生态经济效率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协调度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京
津冀，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市为中心，充分发挥“一核”的辐射作用，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高值为中心，

连片发展”的特点，珠三角城市群则表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趋势。（2）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

三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科技水平以及产业结构

水平对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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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conomy,
this paper took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Super-SBM  mod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spatial-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colo-
gical economy efficiency from 2011 to 2021.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discussed with panel T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c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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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al economy efficiency in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wed a good trend of continuous
growth,  and  the  average  coordination  degree  was  ranked  from  high  to  low  as  follows:  Pearl  River
Delta > Yangtze River Delta > Beijing-Tianjin-Hebei, among which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ad  always  been  centered  on  Beijing,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adiation  role  of   “ one
core” .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value as the
cente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 while the Pearl River Deltaurban agglomeration showed the trend of
 “high in the middle and low at both ends” . (2)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de-
velopmen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while the influence of the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de-
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
ture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had obvious regional dif-
ference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eco-economic  efficiency;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2022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

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一体

化建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

略部署。近些年，以城市群为主要单位进行国土

规划的区域发展战略快速推进，城市数量和规模

持续增长，产业、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向优势

空间聚集，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

源，带动我国经济总体效率提升。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3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

群（简称“三大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之和高达

50.45万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 40%，已成为引

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数字经济作为全

球经济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新经济形态，日益成为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然而，数字经济的

快速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挑战，特别是

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数字经济产业正在成为

“碳排放大户”，ICT产业作为数字经济中创新

最活跃的领域，其消耗的能源近似于一个国家消

耗的能源总量，高能耗、高排放特性的数字经济

产业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

此，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与生态经

济双轨发展已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需求，二

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是未来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所在。基于此，本研究将从三大城市群出发，

构建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的综合评价体系，

利用熵权—TOPSIS法和超效率 SBM模型测度数

字经济和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再结合耦合协调模

型深入探讨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构建

随机效应面板 Tobit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三大城市群实现数字经济和

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一、   文献综述

1996年，Don Tapscott在《数字经济时代》

中首次提出数字经济 [1]，但并未给出准确定义，

两年后数字经济概念被纳入美国政府报告《新兴

的数字经济》 [2]，数字经济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中国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8
年，姜奇平提出信息技术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改

变及推动作用 [3]。学术界围绕着数字经济的定

义、测度以及影响研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李长

江认为数字经济是主要以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生产

的经济形态，与其他技术存在强烈的互补性 [4]。

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

生产要素、网络通信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及网络

为载体的数字化新型经济形态，利用信息技术来

推动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5]。学界关于数字

经济的测度一般分为直接法和对比法两种[6]，目

前多聚焦于对比法[7-9]，通过构建多维度的综合指

标体系，考察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在

测度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高质量发展[10]、乡村

振兴[11]和产业结构升级[12]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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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效率”一词最早由 Schaltegger等
在 1990年提出，其基本思想是以较小的资源消

耗与环境污染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13]。国内关于

生态经济效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其研究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经济效率的测度方法，

主要有比值法[14]、指标体系法[15]、数据包络分析

法（DEA）[16]以及随机前沿分析法（SFA）[17]等。二

是生态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谢波等人认为环境

规制对生态效率存在抑制作用，环境污染治理投

资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挤出效应[18]；蔡玉蓉等人提

出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提高区域的生态效率，是

实现环境友好的重要保证[19]；杨柳青青等人基于

地级市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人口规模下的人口密

度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20]。

学界关于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的研究较

少，且大多关注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的影响，未

深入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邓荣荣等人研究发现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排放有抑制作

用，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1]。

刘强等人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绿色经济

效率的提升，且存在区域异质性[22]。钱立华等人

从两者关系入手，通过定性研究发现绿色经济与

数字经济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一方面，数字经济

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另一方面，绿

色经济也有利于数字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可持

续发展[23]。

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关于数字经济、生态经

济效率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数字化发展与

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与理解，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1）在研究尺度上，大多基于全国或者省域

视角，以城市群为基础，特别是针对多个城市群

空间异质性的研究相对不足；（2）在研究内容上，

现有研究多聚焦在数字经济或生态经济的单向效

应，缺乏对两者之间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布特征

及影响因素等方向的研究；（3）在研究方法上，对

于两者关系的分析大多以定性评价分析为主，定

量分析相对匮乏，评价结果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二、   机理分析

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着多重关

联的彼此促进、互相制约关系，必须先满足两系

统间要素的相互匹配，从无序转为有序状态，才

能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是传

统产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催化剂和领航者，引领生

态效率提升。在结构优化方面，随着网络与数字

技术的推进，地理和行业壁垒被打破，信息获取

和处理的成本大幅下降，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了

解市场需求和资源分布，从而优化生产要素的配

置，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促使产业结构向

更高附加值、更低能耗的方向转变。在效率提升

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生产流程自动化水平

显著提高，并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决策

支持系统，改变传统的消费和生产方法，降低人

工操作的失误率和信息处理的时间成本，确保生

产过程高效率推进，带动社会向可持续性转变。

另一方面，生态经济效率的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

了实现其内在可持续性的机遇和挑战，促使数字

行业在增长的同时采取环境友好的运营模式，减

少生态足迹。在经济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发展观

念和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不

仅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和业态，还反过来促使数

字经济加快发展。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推

进，企业不再单纯追求产品和服务的最低价格，

而是开始重视产品和服务的综合价值，特别是对

环境的影响和可持续性发展。将环境可持续性纳

入核心战略，并投资于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从降低成本、激发创新到提升竞争力，为数字经

济的持续增长和演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综上所

述，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效率的融合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三、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一）  模型设定 

1.   熵权－TOPSIS法

借鉴相关研究经验 [24]，采用熵权—TOPSIS
法测度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水平，通过熵权

法计算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各指标所占权重，再

利用 TOPSIS法对城市群内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进行量化排序。 

2.   Super-SBM模型

为弥补普通数据包络模型所存在的问题，允

许测算得到的 DMU效率值超过 1，本文借鉴张

佰瑞等[25]的方法，将非期望产出引入 Super-SBM
模型，将每个城市视为一个 DMU（共计 48个），

测度 2011—2021年中国三大城市群生态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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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值。 

3.   耦合协调模型

本文主要涉及数字经济、生态经济效率两个

系统，得到耦合度函数如下：

C = 2×
√

U1×U2

U1+U2
(1)

考虑到耦合度仅能反映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

效率的相互作用程度，若二者数值较低且相近

时，容易出现伪协调的结果。因而进一步引入耦

合协调模型，以反映系统间的协调水平，其计算

公式为：

T = α×U1+β×U2

D =
√

C×T
(2)

式（1）（2）中，C为协调度，U1、U2 分别为计

算所得的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效率综合得分，T
为综合评价指数，D为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效率耦

合协调度，α、β为子系统的权重。在经济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效率同等重要，

生态保护不容忽视，故 α和 β的取值均设为 0.5。
D∈[0,1]，耦合协调度越趋近于 1，则表明数字经

济和生态经济效率之间关系越协调。 

（二）  变量说明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多聚焦在全国和

省级层面，针对地级市的研究甚少，而数字经济

具有超高的渗透性与传播性，能够跨越时间与空

间，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促进经济在区域间的

聚合与流动。鉴于此，本文根据已有研究，从数

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发展以及

数字普惠金融 4个维度入手，选取 12个具体指

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2.   生态经济效率水平的测度

本文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数

据的可获得性和连贯性，从投入、期望产出和非

期望产出 3个维度入手，选取 7个具体指标构建

生态经济效率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测

算指标如表 2所示。 

（三）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

三角城市群共 48个城市作为空间尺度研究对

象。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1—2021年《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北大数字金融普惠

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部分缺失值使用

插值法进行了补充。 

四、   耦合协调度发展特征分析

运用熵权—TOPSIS法、非期望产出的超效

率 SBM模型计算得到 2011—2021年三大城市群

数字经济、生态经济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数，结果如

表 3所示。为系统分析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生

态经济效率之间的耦合关系，本文采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如

图 1所示。借鉴朱媛媛等[26]的研究成果，通过等

间距分隔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5个等级，将低

于 0.2定义为严重失调，0.2~0.4为濒临失调，0.4~
0.6为初级协调，0.6~0.8为中级协调，0.8~1为高

级协调。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字经济

数字基础设施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
移动电话普及率 每百人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户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万个

数字产业发展

电信产业基础 电信业务总量/万元

邮政产业基础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信息产业基础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占年末从业人数比率/%

数字创新发展

财政支持 教育财政支出占一般预算财政支出比率/%
科研支持 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人才支持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

数字普惠金融

覆盖广度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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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体特征

整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水平最

高，其次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最低，

2011—2021年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耦合协调

发展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分区域看，长三角城市

群增幅最为明显，均值由 0.462上升至 0.601，增

幅高达 30.15%，耦合协调类型从初级协调逐渐达

到中级协调；根据表 3数据可知，长三角城市群

生态经济效率长期处于高值，生态环境条件优

越，为该区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两系统之间互动与协调能力日益加强。京津冀城

市群紧随其后，增幅超过 28%，耦合协调度保持

在初级协调状态，由于内部生态环境问题的爆发，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区域的协调发展。珠三角

城市群增速最慢，增幅约为 18.27%，从初级协调

阶段升为中级协调阶段，虽然有着最高的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但由于近几年生态经济效率发展较

差，使得两系统相互促进作用未得到显著体现。 

（二）  地区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生态经

济效率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特征，本文选取 2011
年、2016年以及 2021年的耦合协调度，并按照

前述的等级进行空间可视化，采用 ArcMap10.8
软件分别绘制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耦

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分布图，详见图 2~图 4。 

1.   京津冀城市群

2011年，京津冀城市群 13个城市中未达到

初级及以上协调的城市超过半数，濒临失调的城

市占比较大。2016年，整个城市群迈入协调阶

段，将近 85%的城市处于初级协调状态。2021
年，仅天津市与衡水市等级发生变化。从具体数

值来看，天津市增幅最低，为 4.48%，协调度呈

现“先增后减”的态势，而衡水市增幅位列首

位，增速高达 61.4%。长久以来，天津市利用其

港口优势重点发展了钢铁、石化等高耗能高污染

重工业产业，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特征

较为突出。2017年，环境保护部下发《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加大

对于钢铁等重工业的限产力度，传统产业转型进

入深水期，天津市由于技术更新速度与现有人才

 

表 2   生态经济效率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投入变量

资本投入 2011年基期固定资本存量/万元

劳动力投入 全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

能源投入 地级市能源消耗/t标准煤

土地投入 建成区面积/km2

期望产出 经济产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万元

GDP2011年基期平减/万元

非期望产出 环境负产出
采用熵值法拟合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污染指标作为“环境综合排放指数”

 

表 3   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水平
 

年份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数字经济 生态经济效率 数字经济 生态经济效率 数字经济 生态经济效率

2011年 0.069 0.625 0.062 0.913 0.112 0.915
2012年 0.078 0.678 0.074 0.927 0.127 0.913
2013年 0.088 0.782 0.084 0.919 0.137 0.809
2014年 0.089 0.742 0.086 0.934 0.145 0.870
2015年 0.103 0.716 0.096 0.939 0.145 0.777
2016年 0.117 0.690 0.109 0.954 0.162 0.735
2017年 0.129 0.706 0.115 0.859 0.166 0.725
2018年 0.125 0.670 0.119 0.885 0.176 0.720
2019年 0.132 0.651 0.135 0.890 0.185 0.789
2020年 0.141 0.701 0.138 0.906 0.191 0.796
2021年 0.155 0.750 0.155 0.939 0.232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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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之间不匹配，导致短期内企业难以适应新环

境，生态效率值大幅下降，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

效率发展不平衡现象逐渐凸显，协调发展出现倒

退。近几年，衡水市扎实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构

建数字化生态体系，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两系统呈现持续增强的态势。总体来看，京

津冀城市群始终以北京市为中心，坚定不移疏解

非首都功能，充分发挥“一核”的辐射作用，将

北京科技创新优势与天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

北环京地缘优势相结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共同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 

2.   长三角城市群

2011年，长三角城市群处于濒临失调等级的

城市占比约为四分之一，65%的城市处于初级协

调阶段，区域间差异显著。2016年，全部城市进

入初级及以上协调阶段，中级协调城市数量扩

大，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协同融合发展态势良

好。2021年，中高级协调城市进一步扩大，前期

打下坚实的数字和生态建设基础，为后期数字化

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从变化幅度来看，

增速超过 50%的城市只有芜湖和铜陵两市，毗邻

安徽省会城市合肥，也是安徽省最早进入中级协

调等级的城市，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努力承

接并放大省会经济、社会、文化等“溢出效应”，

形成错位联动、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的区域新格局，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保

持稳定上升趋势。总体上，长三角城市群耦合协

调呈现“以高值为中心，连片发展”的特点，高

值通常聚集在省会城市，逐步向四周扩散，具有

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3.   珠三角城市群

2011年，江门市和惠州市处于失调阶段，分

布在珠三角城市群左右两端，距离中心城市最

远，城市群中部的城市均处于协调状态。2016
年，珠三角 9座城市均进入协调状态，其中深圳

市率先升为高级协调阶段。2021年，省会城市广

州也步入高级协调阶段，此时数字经济与生态经

济发展较为统一、和谐。珠海市作为珠三角城市

群耦合协调度增速最快的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

理条件、良好的生态基础，整合大湾区内的产业

资源、创新资源和资金资源，通过数字化平台助

力我国建设形成“双循环”格局。从空间布局来

看，珠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呈现出“中间高、两

端低”的趋势，广州、深圳、珠海三市形成三角

中心逐步向外发散，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

时，注重产业绿色发展，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

业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使得珠三角城市群耦

合协调度位列三大城市群之首。 

五、   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的耦合协调具有动

态性和复杂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综合结

果，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影响其协调度的具体

影响因素。由于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耦合协

调度取值范围在 0~1之间，存在着被切割的特

点，对于面板数据而言，一般的混合效应模型将

使结果失真，而固定效应 Tobit模型通常也难以

得到无偏估计量[27]。因此，本文引入随机效应的

面板 Tobit模型对中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生

态经济效率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将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得到的耦合协调值

作为被解释变量，并结合以往研究成果和实际情

况，将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

程度、科技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

平 6个变量确定为与耦合协调度有密切关系的影

响因素，具体见表 4。
模型设定如下：

Dit =αit +β1 pgdpit +β2openit +β3govit+

β4tecit +β5indit +β6 f init + εit (3)

Dit

αit εit

式（3）中， 为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 为常数项， 为随机扰动项。 

（二）  结果分析

采用 stata17.0软件进行 Tobit回归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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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的

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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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似然比检验（LR）均通过 1%显著性水平测

试，即随机效应面板模型优于混合模型。故本文

选择随机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

表 5。回归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耦合协调水平

的影响因素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下面将对影响

因素进行逐个分析。 

 

0 55110 220 330 440
km

严重失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2011年

0 55 110 220 330 440
km

严重失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2016年

0 55 110 220 330 440
km

严重失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2021年
N N N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23）2763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图 3、图 4同。

图 2    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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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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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珠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表 4   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单位

被解释变量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结果 —

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人均GDP 元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 %
政府干预程度 gov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率 %
科技水平 tec 科学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比率 %

产业结构水平 ind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率 %
金融发展水平 fin 年末机构存贷款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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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发展水平

对三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均在 1%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说明经济实力的提升为三大城市群数

字经济与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有助于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发展。 

2.   对外开放程度

对京津冀城市群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长

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无显著影响。一方面，地方

政府通过吸收外资引进国际数字化的企业和项

目，推动本地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扩大市场规

模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促进国际市场和资源接

轨，拓展企业的进出口渠道，为数字经济产业注

入活力和动力，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另

一方面，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意味着将加强对高新

技术、低碳行业的引进，减少对高能耗、高污染

企业的引进，通过生态型技术创新溢出效应，降

低对于环境的污染，促进循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努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新兴技术

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将有利于促进数字经

济与循环经济协调度进一步提升。 

3.   政府干预程度

对长三角显著为正，而对珠三角显著为负，

对京津冀无显著影响。在地区数字经济、绿色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政府投入的增加对协调发展

有着显著的促进的作用，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

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发展超过一定水

平，政府的过分干预反而会给企业带来挤出效

应，抑制高技术产业创新，对耦合协调度产生负

面影响。 

4.   科技水平

对京津冀地区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长三角

具有负向效应，对珠三角不存在显著影响。一般

而言，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工业技术装备水平

的提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助推数

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协调发展。而长三角城市

群系数为负，是因为将科技的创新侧重点放在经

济增长上，而忽视了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

展，科技水平提升带来的环境负效应超过其带来

的经济正效应，阻碍了两系统的协同发展[28]。 

5.   产业结构水平

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显著的正向效

应，对珠三角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产业结构的优

化是通过对科技、资本、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高

效配置和整合，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产业链

条，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

向转型升级，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高质

量增长。京津冀城市群始终坚持产业转移与联动

升级相结合，人才及科技资源优势显著，在发展

“高精尖”高端产业的同时，又向河北转移非主

导产业，把地区间发展落差的势能变成协同发展

的动能。近几年，长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高速发

展，产值跃居三大产业首位，第二产业实力依旧

雄厚，转型升级速度加快，三省一市凭借各自的

产业优势，加强产业协同能力，促进数字经济和

生态经济互补互联，在数字化与绿色化方向上实

现协同发展。 

6.   金融发展水平

对各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生态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以

及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连接者，在推进自身数

字化转型的同时，不断畅通数字产业、绿色产业

融资渠道，为数字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修复引入

更多金融“活水”。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变量的方法检验上述回归结果

的稳健性，借鉴部分学者[29]采用的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来表示产业结构高级

化水平，用该指标替换原有的产业结构水平，其

他变量不变。根据表 6可知，上述结论依然成

立，三大城市群各影响因素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

 

表 5   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耦合

协调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pgdp 0.013***
（0.002）

0.010***
（0.001）

0.012***
（0.004）

open 0.836***
（0.241）

0.021
（0.211）

−0.139
（0.339）

gov −0.147
（0.125）

0.275***
（0.101）

−0.669**
（0.324）

tec 2.060***
（0.703）

−0.314*
（0.166）

−0.122
（0.344）

ind 0.162*
（0.086）

0.350***
（0.055）

0.074
（0.167）

fin 0.020**
（0.008）

0.017**
（0.007）

0.032***
（0.012）

Constant 0.264***
（0.022）

0.211***
（0.024）

0.416***
（0.070）

Log likelihood 293.895 570.402 162.107
N 143 286 99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标准差，表6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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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出现实质性改变，证明了随机效应 Tobit模
型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1）从耦合协调情况来看，三大城市群耦合

协调关系不断改善，2011—2021年，耦合协调度

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

各城市群之间差异逐步缩小。从空间演变来看，

京津冀城市群始终以北京市为中心，充分发挥

“一核”的辐射作用，与天津、河北两地协同发

展；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高值为中心，连片发

展”的特点，高值聚集在省会城市，逐步向四周

扩散，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珠三角城市群呈

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趋势，以广州、深

圳、珠海三市为三角中心逐步向外发散。

（2）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

发展水平对三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科

技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对各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

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二）  政策建议

（1）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政府应继续完善生态经济发展的政

策体系，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加强与数字经济政策之间的协同性，确保数字化

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环保和资源节约的原则，

避免盲目追求增长而忽视环境影响。

（2）注重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协同发展

平衡性，缩小区域间差异。一是政府应根据不同

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

二是建立城市间的合作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和数

字技术绿色技术交流，加强城市间的沟通与合

作，共同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是根据

各城市群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鼓励发展循环

经济和绿色产业，优化产业布局，避免重复建设

和无序竞争。

（3）全面把握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效率协同

发展规律，采取差异化策略。根据协调度影响因

素的分析，因地制宜地出台有关金融、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等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协

同发展的政策，发挥好政策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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